　　近日有新闻称，山东外来电确定了电价基本原则：“一是输出时不高于当地的上网电价，二是落地时也不高于（山东）当地的电价”。

　　笔者认为，这属于资源的严重错配。这条基本的原则应该改为“一是输出时不低于当地的销售电价，二是落地时也不高于（山东）当地的上网电价”。之所以这样更改，是全社会福利与提高效率的要求，这一点可以从下面的例子清晰看出。

　　如果按照这种制度安排，那么在内蒙古发电厂与电力用户，山东发电厂与电力用户，输电企业构成的系统之中，整体的电价形态是送出端上网电价0.3元/kWh，外送输电成本（包含输电损耗）0.15元/kWh，山东当地上网电价0.45元/kWh。而内蒙古东部地区某一典型电力大用户企业价格为0.5元/kWh。

　　这样的体系仅是示意性的。但是，我们会发现，送出电力之后，当地发电商的售出电价没有提高，其福利不变；长距离输电企业作为电力公共事业，其收益按照监管规则，要严格地接近其输电成本支出（至少在理论上），福利不变；而受入电力地区电价也没有下降，福利水平也不变。而对于送出地区，真实的本地电力输送成本由于距离短，根本不应该有0.2元/kWh的差价，企业完全可以以高于0.3元/kWh、低于0.5元/kWh的电价实现发电、用电福利的同时增加。这种偏大的发电与用电之间的价格差价（0.2元/kWh），相当于给当地的用电行为加了一个“税”（但是政府并没有收到相应的收入），造成了福利上的“无谓损失”，这是由于终端价格变高直接打击电力需求，影响产出造成的。

　　也就是说，当地用户无法享受低电价的代价是白白付出，并没有人由此而受益。这就是典型的“整体蛋糕”变小的例子。在这一体系安排下，如果体系中的某个主体还具有强势的市场力量（比如垄断），谋求超额利润，那么情况就会变成“整体蛋糕变小，而有些群体还要切大块”，其他群体的损失就更大了。

　　与其这样，受端地区完全可以用本地建设电厂来替代这部分用电量，其电价水平仍旧是当地的标杆电价（事实上，以标杆电价建设的电厂，盈利能力还非常不错，即使环保等标准进一步提高），不会上涨。

　　“电力输出电价不高于本地上网电价”属于资源错配

　　而送出电力地区，其用户可以享受比原来0.5元/kWh更低的电价，福利是上升的，“蛋糕做大了”。

　　之所以输电会产生“无谓损失”，其根源在于对于用电这一最终目的而言，输电的成本完全属于交易成本，是应该尽可能减少的部分。由于输电成本的存在，送出地区全局有效率的电力流向必然是在充分满足本地需求的基础上，才有外送的动力。也就是说，唯有本地用电电价低过外送电价（上文中的0.3元/kWh）的时候（严格地讲，要减去本地的输送成本，但是这一成本由于本地互联电网的存在，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无限趋近于0），外送才是有效率的。

　　那么本地用电价格是否有低过0.3元/kWh的可能性呢？由于我国的上网与销售电价是管制的，电价没有随着供需变动的机制，这一点无法观察到。但是在放松电力管制的国家，负的电价水平都因为可再生能源的出现而出现，这种情况下，这种电就有某些时段外送的充分动力与竞争力了。

　　当然，有人可能会说“输出电力地区没有用电需求”，类似本地零电价的情况。的确，有些地区本地负荷非常少，但是这仅是短期的情况。本来，电力需求是可以创造的，创造的过程也是经济增长与发展的过程。现在如果按照这种电价安排，本地需求的确创造不出来了，其电价水平比资源非富集地区低不了多少。因为这种资源错配，损失将在很大程度上由送出电力地区（具体的，是送出电力地区的电力用户）承担，所谓的“挨着低成本电厂却用不上便宜电”。

　　短期静态来看，这种送电安排，由于输电的无谓损耗，意味着整体福利损失。而长期动态来看，这样的安排下，送电地区形成的产业结构，还有受电地区的电源与产业结构，都将是“不合理”的。应该讲，这是中国地区差异日益扩大的重要原因，亟需在中央政府与省级政府层面加以重视，否则，更低层面限于自身的局部利益（比如发电端电厂，急于解决窝电问题），可能还有联合电网游说扩大长距离外输电（超过1000公里）的动力。

　　当前，最为紧要的，是坚决推进大用户直购电，扩大其在用电市场的份额，加强能力建设，尽快弥合行政定价与“合理定价”之间的差别，以消除这种“无谓损失”，以及对高耗能产业采取本地化的政策。在某些地区，可以说，高耗能是其最大的比较优势，是应该积极鼓励发展的。
